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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陀》与民间文化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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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摘  要］民间叙事研究主要通过民间流布的口传或书面的叙述文本，探讨不同于文人写作和官方主流意 

识的文化系统。研究这个系统不仅可以使叙事学理论得以扩展和深化，同时有助于了解一个地域或族群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个性。

后者，在当前弱势族群向强势文化不断趋同的背景下，对于认识和寻求族群文化个性，重构多样化的文化生态，显得尤为重要。

《布洛陀》作为壮族民间史诗，具有较高的民间文化叙事的原生性，对这样一个文本的解读，可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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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为民间文化叙事一个范本的《布洛陀》 

    就文学而言，民间叙事研究主要通过民间流布的口传或书面的叙述文本，探讨不同于文人写作和官方主流意识的文化系统。这个系

统由于叙述语言的历史传承，具有事件展开、因果承接、环境设定、人物关联以及语式结构等相对稳固的肌理。民间叙事包含着民间对

于历史文化和生活见解的集体记忆。但是，民间叙事并非都是文学叙事，尤其是一些与宗教仪式和道德劝喻有关的民族民间史诗，无论

是演述的功用、氛围，还是演述者、接受者身份，都与歌谣、故事等民间纯文学叙事有较大的区别，《布洛陀》与其他壮族民间故事、

歌谣就有明显的区别。也正是这一点，我们认为，这一类作品更能体现民间叙事的文化本质。 

    以往的民间叙事研究更多仍侧重于文学（艺术）性的研究，从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到鲍曼(Richard Bauman)的“表演理

论”，其对文学（艺术）性的关注，都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这当然是必要的。问题是形态学的研究，寻找的是结构和故事要件上的

“同”，这无形中已经把民间叙事的文化差异进行了过滤。比较而言，“表演理论”将研究的内容从叙述文本扩展到文本以外的讲述者

的动作、表情、语态，听众的反应与互动，讲述的情景等较大的活动空间，使民间叙事的研究具有了较丰富的文化意味。但表演理论的

研究最终还是为文本内容的形成及其演变寻找更为具体而合理的解释。故事讲述的环境、氛围、制度及道德传统等不过是文本及其个性

“存活”的土壤，仍不是叙事的文化个性，更不是族群文化个性本身，尽管它为民间叙事的族群文化解读提供了一条更为有效的路径。

此外，“表演理论”关注的是民间故事的叙事，而民间故事无论在其内容形制还是讲述的程式情景方面，所能承载的族群文化内涵依然

有限。《布洛陀》这样的作品，无疑能够为这一理论的运用和族群文化的解读提供一个大的空间。 

    显然，对民间叙事的文化解读，不仅仅是寻求族群众多文本的文化共性，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共性去了解不同族群的文化个性。民

间叙事总会有它族群性和地域性的差异。产生于西藏藏族地区的《格萨尔》不同于流传在内蒙草原上蒙古族的《江格尔》，产生于桂西

壮族的《布洛陀》也不同于神农架的《黑暗传》。这一方面取决于语言的通约及其使用的范围，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叙述事件或故事的地

理、历史环境关联。某些特定的叙述方式和生活事件的因果结构必然产生于特定的语言和地理环境中。但对这些叙事作品的解读，只是

注意到文本的内容和形式的流传、演变与这些因素的关系，显然是不够的。 

    从这个角度看，民间叙事的演变，就不仅仅是叙述文本这样一种文化表征符号的演变，而是隐藏着族群文化个性的演变。强势语言

和文化的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族群（尤其是无文字的族群）的民间叙事，使之逐渐趋同，最终导致文化多样

性的丧失。新的不同族群、不同地域的民间叙事还会产生和流传，生生不息，向强势的语言文化趋同也是势在必然，而显示族群和地域

文化个性的民间叙事将成为历史的陈迹，对于历史上缺乏自己的文字和经典的族群来说，这样的陈迹恐怕已无处追寻。 

    在这样的前提和背景下看《布洛陀》，它有着作为一个民间叙事范本的重要意义。虽然布洛陀作为壮族的始祖，在20世纪80年代以

来的文化和宗族寻根热潮中有着日益广泛的影响，目前互联网上所能搜索到的有关“布洛陀”的信息就有5400多条，涉及旅游、文化、

历史以及学术研究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据中新社2003年4月9日的报道，当天在广西田阳县敢壮山的祭拜布洛陀的活动，除来自广西百色

田阳、田东、右江区等十几个县(区)的本地壮族民众外，还有来自美国、瑞典、越南、加拿大、香港、台湾、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各界

人士，人数达10余万。① 其影响面已可见一斑。但作为一个故事的文本的流传，《布洛陀》仍主要局限于桂西和云南文山州以及贵州

与广西接壤的壮族聚居区。从目前出版的八卷本《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看，所收录的29个抄本，除一个出自云南文山州以外，其

余基本集中在百色右江区、田阳、田东和巴马县，其地域性和族群性十分明显。虽然有抄本，但基本上属于口传文本的语音记录。相对

通约的民族语言和通约程度较低的壮族土俗字（作为借用汉字加以改造的记音表意符号，同一个意思在不同的抄本甚至同一抄本中使用



不同的字符记录，可见其并非是通约的），一方面使得布洛陀因其书面文本流传不广而使口传文本的广泛传播得以不断丰富；另一方面

不同时期的抄本记录又使得这些口传文本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面貌；此外，从可知或可推测的抄本的抄写者身份看，多为当地民间的

“布麽”，虽熟知汉文，但应不是运用汉文从事写作的文人，其抄写的宗教意识要比文学写作的动机明显。文人创作的较少介入，使布

洛陀的唱本能够较好地保持壮族民间叙事的原生状态，也较真实地反映出民族民间的文化个性。 

    二、《布洛陀》叙事的民间文化体系与族群个性 

   《布洛陀》作为民间宗教性叙事的文本，以口头与书面诗体文本并存的形式，传达了壮族的宗教信仰、生存状态、历史传承以及娱

乐方式，集合了民间文化的诸多元素。通过对《布洛陀》的解读，我们可以了解壮族的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而更主要的是，了解到民

族民间叙事的内在动因，以及民间叙事是如何影响了民族民间文化的发展。《布洛陀》从总体上说属于宗教经文，民间宗教活动为布洛

陀的各种文本的流传和保存提供了坚实的土壤，民间宗教的伦理劝喻目的也使布洛陀的文本带上许多具有神秘色彩的道德言说；借助民

间宗教的仪规禁律，布洛陀的演述方式也得以传承。但布洛陀的叙事同时又有着浓郁的民间世俗生活气息，以世代相袭的人生经验和社

会习俗对宗教、历史及道德律令作出了富于想象力的解释；即使是接受来自汉族的佛道观念，也进行了符合族群与地域习惯需要的解

释。宗教戒律的严肃与世俗生活的自由随意在这里得到了统一。《布洛陀》的诸多手抄本，无论是抄写的字只行文，还是抄写者的落

款，抑或对喃麽的仪规要求、相应法事所需要的咒语符录，都反映出麽唱和抄写经文作为一种宗教行为的虔诚与严肃。但其经文中叙述

的内容却有着与一般教义所不同的自由与随意性，哪怕是对布洛陀这样一位祖宗神灵的出身、行状的叙述，② 不论是不同抄本还是同

一抄本，也没有保持较严格的一致性。这种叙述动机与叙述内容的分离，正是壮族以布洛陀为中心的叙事文化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

因。在叙述动机和叙述内容两者当中，前者与其他宗教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流行在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中的“水陆道场”、“超度亡灵”

或“招魂”等宗教仪轨，都以沟通生者与死者，祈求死者安息、生者安康为目的。《布洛陀》抄本的诸多内容也反映了两者的内在影响

关系。但叙述内容的随意而多变，既不符合宗教教义的严肃性要求，一些事件（如第五卷收录的长达8000多句的《麽送鬼方 》，第十

章“十二凡列”中的“蠢笨女子”、“女人族迎风受孕生儿”等故事的叙述）与宗教仪规、道德劝喻也没有直接关系，更多的是一些口

头流传的远古逸闻趣事，所起的作用显然不在于营造宗教气氛，而带有明显的娱乐成分。这就使得“麽经”这种宗教活动具有了许多非

宗教的世俗意味。 

    《布洛陀》作为壮族民间宗教经文，首先是为各种宗教活动提供麽唱的文本。麽唱的具体过程和情景，构成了布洛陀叙事“存活”

的“文化场”。麽唱的过程，是麽唱者（布麽）与听（观）者的交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麽唱者的麽唱也就是一个表演。但这种表演

不同于民间故事的讲述，它没有达到那样的随意和讲求讲述的技巧，听众的现场反应常常被麽经者所忽略；也不同于民间戏剧的表演，

布麽的麽唱并不需要其他角色的配合；与纯粹的宗教仪式也不一样，进入麽经（尤其是较长的经文的麽唱）过程之后，仪式的程序要求

会逐步退隐。因此，布麽的麽唱事实上是一种在特定环境氛围中的“演述”，以“述”为主，以“演”为辅。“述”是带有音乐性的讲

述。正因为如此，壮族人才把这个演述的过程称做“麽”。这种演述，构成了壮民族独特的叙事方式。对于演述者来说，他们的身份不

像其他民族那样，他们不是“歌手”（壮族中有专事对歌的“歌手”和“歌师”），而是有一定师承的半神职人员。这样的身份直接影

响到他们活动的性质，也影响到他们在演述经文时对内容的处理，也才有了上面所说的文本内容的随意性与多变性。 

    演述的方式对演述的文本形式和叙事结构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总体看，《布洛陀》在具体的内容上有变化，但基本形式结构却是比

较稳定的。从可认定或推测的抄写年代看，《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中的抄本，最早和最晚的抄本，时间相差有近200年。尽管如

此，其文本的叙述形式并没有多大变化。除了五言、七言体例和类似“三盖三皇置，四盖四皇造”这样的起头格式比较稳定以外，其叙

事结构也较为一致。如“汉王祖王”（抄本中有“旱黄祖黄”、“汉皇左皇”等不同的记法）的故事，不同的文本，在叙说兄弟的出

身、矛盾的起因、相争的过程、和解的方式等等，各有不同，繁简不一，但故事的结构并无太大差别。布洛陀流传的主要地区，同时流

传着许多民间叙事文体，如“嘹歌”和“排歌”，壮族人称之为“欢嘹”、“欢排”，是一种在生活中男女对唱表达情意、比较纯粹的

娱乐性的口传文体（歌谣）。“嘹歌”和“排歌”的形式相对就比较灵活自由，篇幅从一二十行一首到几百行甚至上千行一首，句式以

五、七言为主，增减长至十数言短至一字，内容的叙述没有较固定的结构模式，“具有比较丰富的内容和灵活的形式特点”。（黄勇

刹，1982：1－3） 但《布洛陀》似乎没有受其影响，族民并没有称之为“诗”或“歌”，而是统称为“麽书”（现整理出版的抄本以

“麽经”命名，应该是比较恰切的）。收录的29个抄本中，所有已冠以名目的篇章，被称为“诗”或“歌”的几乎没有。这起码表明，

这样一种讲述以往历史传说，以通神灵、悦鬼魂为主要目的的文体，并没有被能歌善舞的壮族人认同为以人间传情表意为功用的“诗”

或“歌”。相比之下，其他民族的一些类似的宗教或宗教性史诗，由于其叙述（表演）的方式不同，也有认同为“诗”或者“歌”的。

广东粤北地区瑶族进行“还愿度身”法事（“打幡拜王”）所唱的文本就称《盘王歌》，女性演唱者被称为“歌嫲”。（盘方万，

1990：1） 壮族对宗教和娱乐不同功能、形式和结构的叙事文体的区分和运用，是《布洛陀》文本能保持其基本叙事风格的原因，也体

现了壮族对族群自身叙事文化的独特理解。 

    由于《布洛陀》演述（麽唱）的环境氛围、文本形式的独特性，其叙述的语言意象、句式语态、接受的心理体验等等，都形成了一

个相互关联的叙事文化链。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一文化链中的每一个环节和要素，都折射出壮民族的独特个性。我们可以从某一

种具体的文化或艺术形态的视角上解读出壮民族个性的特殊方面，而每一种解读实际上都已超越了某一具体的文化或艺术形态的界限。 

    三、《布洛陀》与民间文化叙事的理论问题 

   《布洛陀》的解读给我们一个启示：民间叙事，尤其是口承叙事，是族群文化个性传承的重要途径。民间叙事的研究必须寻找遗存

于民间的各种文本的叙事模式，发掘基于这种模式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方式，从而了解一个族群或地域的文化个性。此外，民间文化叙事



 

的理论建构必须借助于具有原生状态的民间叙事文本。《布洛陀》因其产生和流传的族群文化和历史环境，特别是现存抄本的独特形

式，而具有较高的原生特质，它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族群的叙事品格乃至族群个性，而这个族群的叙事品格和

个性可以为我们认识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一个参照。此外，《布洛陀》的叙述内容和方式，涉及了民间文化叙事的诸多理论问题，如族群

民间叙事对于族群个性与族群历史文化传承、强势语言文化背景下的族群文化生存及认同、民间叙事和文人叙事的区别与融合，以及族

群个性化写作的当代出路等等。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民间叙事，尤其是能够反映一个地域或族群的独特个性的“活”的民间叙事，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正逐步在

人们的视野中退隐。对于许多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而又没有自己的文字的族群来说，这种退隐会来得更快更彻底。不同族群的语言仍会

生存、发展，语言传承的稳固性也会为富于族群个性的民间叙事提供可能的介质。但对于这种叙事的较具历史长度的发展轨迹，我们将

无从知晓。长久以来，对于那些缺乏文字的族群的口头叙事的搜集整理，给我们了解不同族群的文化个性提供了可能并留下了丰厚的财

产。问题是这些搜集整理大多经过通约的强势语言的翻译转换。这种翻译转换同样是一把双刃剑：族群原生语言的记录无法准确传达无

文字族群文本的意义，也难以实现超越族群界限的文化共享；而翻译转换则使一些原叙述语言中与生俱来的表达方式被过滤，族群叙事

文化在获得普遍共享机会的同时也丧失了其某些独特的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壮族文化个性的显示因有了《布洛陀》而幸运。 

    族群文化个性部分地通过文人的写作得以延续。但文人的写作最终还是运用强势语言，族群的民间叙事也因写作者的超越文人母语

的交流而走向趋同。而且，在当今时代，能有明确族群个性意识的写作者已不多见，即使有，也不过停留在族群生活题材的选取上，远

没有进入植根于族群的民间叙事，以及对与族群的历史文化、接受心理紧密相关的叙事方式的把握与运用。对本土民间叙事的集体遗忘

已使得一些文人的族群个性写作成了无根的游移。因此，在文人的书面叙事中，叙事的趋同正从语言、写作、文化的广泛层面上消弭着

族群的、地域的个性差异。文化趋同尽管是历史的必然，但将文化的趋同简单理解为文化的进步，即使不是一种文化沙文主义，也起码

是对族群文化个性缺乏应有的尊重。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在全球化背景下看待这个问题，应该具有文化战略的意义。毕竟，

文化个性的丧失必然会导致族群、地域乃至国家个性的丧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布洛陀》的解读，就不仅仅是对一个文本的文化解

读，而是在趋同化背景中寻求族群文化个性、重构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努力。 

    不管对其必要性的认识如何，保存族群文化的鲜明个性以实现文化生态的多样平衡，已不只是具有审美上的意义。族群文化个性的

重建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一个沉重的话题。但试图通过文人写作重建文化多样性显然已十分困难，而走向民间叙事使这种文化重建成为可

能。《布洛陀》的解读，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个案。 

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06:1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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